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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功启动改革开放原因再分析

关　海　庭

　　当历史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十年内乱导致

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①。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

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启动的，党的正确领导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共识。其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断包括：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

复和发展，全党对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形成了发展的共识，充分利用了执政党和国家具备的体制

和各种比较优势，中国和中共文化底蕴发挥了巨大的优势，广大党员干部的责任心和进取心的作用

等。毋庸置疑，这些是重要的前提，也是宏观上的概括和总结。但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

领导改革开放，很多因素和中间环节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细化，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的本来面目

更加丰富多彩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一、中国共产党对宗旨的坚持和人民群众的认可是基本的政治前提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善良的动机和愿望，是改革开放成功启动的基本前提和最根本的原因。

改革的成功启动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执政党要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意愿；二

是人民群众要信任这个党，认为这个党能够代表自己的利益，二者缺一不可。

（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长期坚持通过各种措施，使各

级干部保持善良的改革动机，遏制党内特权阶层形成的结果

首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１９５１年２月，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 （草

案）》，要求全党系统地学习理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著作。通过

加强考核、举办训练班、高级干部带头学习等措施，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② １９５４年２月，中央又

作出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通过学习促进团结。１９５８年２月，中央作出 《关于下放干

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要求干部向实际学习。同年８月又作出对干部进行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教育”的决定。１９６１年９月，中央作出 《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对各级干部的学习提出了具体

要求。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６年，中央和有关部门先后作出了学习雷锋、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学习大

寨、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的决定，党内的学习风气日益浓厚。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使党内

保持了良好的政治生态。

其次，注重制度建设，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活待遇作了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有利于联系广大

人民群众，约束利益分化。例如，同个人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工资，干部序列最高是１级，最低是２３
级，之间相差不超过１０倍；工人序列最低是１级，最高是８级。８级工人的工资相当于干部序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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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级，即正处级或副局级。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视角来分析，上述规定是比较合理的。特别是干部

系列，“除１９５６年调整过一次工资 （调整面为４０％）外，只有１８级以下干部在１９６２年调过一次工

资 （调整面也是４０％）。１７级以上干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１９７９年，在长达２３年的时间里不

但没有调整过工资，反而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表示与群众同甘共苦，还象征性地降低了一点”①。另

外，工人序列中有很多补贴，如保健费、夜班费、加班费等；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工人序列中有子

女接班的制度，普通老百姓最看好的是这种接班制度，这种补贴和接班制度在干部序列中都是没有

的。这种制度设计，使各级干部同广大群众保持了良好和谐的关系。

再次，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特别强调各级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并采

取了多项措施，防止党内形成特权阶层。一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②；二是干部不能搞特殊化，“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

一”③；三是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对一个省政府积压了７万多件人民来信没有处理提出严厉批

评④；四是干部定期参加劳动，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⑤；五是

“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⑥。作为党的领袖，其思想言行的作用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形成官僚特权的既得利益阶层，使得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启动，但这不

等于改革过程中不会形成特权阶层。实际上在改革初期，中国也的确存在这方面的危险。中共采取

了两个有力措施，保证了改革过程中的人民性。一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注重对人民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这是非常必要的。二是对领导干部严格管理，主要是采取两方

面的具体措施。一方面，严格规范政治经济行为。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 《关于严禁

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１９８６年２月又下发 《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

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主要内容包括：党政机关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党政机关干部一律

不准在各类企业中担任职务；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在党政机关及所属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工作

的，一律不得离职经商、办企业；严格清理已经开办的公司和企业。⑦ 另一方面，对领导干部的生

活待遇标准作了严格的规定。１９７９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 《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

若干规定》，对住房、医疗都作了规定。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再不作这样的规定，我们就无法向

人民交代了。”“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曾经

把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降低了三次”，现在不降低，但 “不能同群众的生活差距太大”。“只要我们

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⑧ 此外，还下发了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１９８０年）、《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１９８２年）等。

（二）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是信任的

中国社会当时比较贫穷，但是，中国社会是在贫穷基础上的公平社会。一方面，广大干部是廉

洁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收入分配是比较均等的。中国在改革前夕及改革之初，收入分配的基尼系

数比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低。城市的基尼系数在０．２以下，农村的基尼系数略高，但多数

估计都在０．２１至０．２４之间，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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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对改革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各种估计 （基尼系数）

城市 农村 全国 估计者

０．１６

（１９８０）

０．３１

（１９７９）

０．３３

（１９７９）
世界银行 （１９８３）

０．１８５

（１９８０）

０．２３７

（１９７８）
李成瑞 （１９８６）

０．１６

（１９７８）

０．２１２

（１９７８）
任才方、程学斌 （１９９６）

０．１６５

（１９７８）

０．２２２

（１９７８）
Ｉｒｍａ　Ａｄｅｌｍａｎ等 （１９８７）

　　资料来源：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

分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４页。

可见，中国当时普通民众的收入还是比较均衡的。中国老百姓历来有一种心理，就是 “不患寡

而患不均”。诚然，老百姓很穷，但是领导干部也不富裕。正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从实际出

发不断进行政策调整，并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加上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和对各级干部

的严格管理，使党内没有形成特权阶层，党从整体上对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是了解的，人民群众对

党是有信心的。全社会形成了良好的风气。 “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

上。”① 当代改革的领导者 “接过了由毛泽东统一起来的能够有效运转的全国性的政党和政府”②，这

就使得改革的顺利启动成为可能。

二、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使其具备了强大领导能力

中共作为执政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树立了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形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掌握了联系群众善于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能比较准确

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状况。这些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

首先，中共有着明确的政治信仰，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之后，就是一个宗教淡薄的世俗社会， “道德代替宗教”，成为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重要区

别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实际上起到了信仰的作用。到了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儒家文化日益衰落，先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中国先进人士的政治信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

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

共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尽管有过严重的挫折，但是其政治信仰始终坚持着，改

革开放前后更是如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

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④ 胡乔木等理论家发表 《关于共产主义思

想的实践》，明确将改革开放作为 “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⑤。这就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明确的

目标。

其次，中共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形成了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的基本路线。“文

·９３１·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０页。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第６４２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９、１０２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６页。
《胡乔木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４４页。



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发展经济逐渐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

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这个共识的形成是需要一些中间环节的。这些中间环节，一是对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邓小平明确指出：“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

治问题。”① 根据邓小平的思想，以胡乔木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深刻阐述了 “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更

为根本的东西”，“离开了经济建设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是手段，社会主义建

设是我们的目的。更进一步来说，根本的目的是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等思想②，这就恢复

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本来面目。二是对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③ 形成了共

识。随着开放的扩大，国外和海外的信息被大量输入，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１９７８年中国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２３６美元，不仅不如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甚至比巴基斯坦、菲律宾、赞比

亚等发展中国家还要低④。特别是港澳台的经济迅速发展，给大陆造成了更大的压力。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一定要通过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体现出来。三是通过改革才能解决民生问题，保持社会

稳定。当时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特别是就业问题压力更大。１９７８年中国城镇待业者为５３０万，随着

１０００多万知识青年的陆续返城，１９７９年要解决２０００万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⑤。就业问题直接影响

群众情绪、社会治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有一定的紧迫性。

再次，中共在历史上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当时得到恢复和发展。具体说来，实事求是

在当时主要表现为解放思想。邓小平是解放思想的引领者，１９７７年５月，在他还没有正式复出的时

候，就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行”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１９７８年５月，邓小平坚决支持 “真

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明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

思想条件”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注重对干部进行解放思想的教育。从１９７９年１月到

９月，山东省省直举办了１００多期干部培训班，培训干部２０００多人。同时山东全省地 （市）、县两

级举办９９７期培训班，培训干部１２．３万人。⑧ 江西省１９８０年全省共轮训党员干部８０．５万人，占全

省党员总数的８１％；１９８１年轮训党员干部８６．２万人，占党员总数的７８．２％⑨。广东省领导１９７８年

５月随以谷牧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西欧，回国后向省级领导干部、省直机关及

广州市处级以上干部３０００多人进行传达，反响强烈 10。

最后，中共有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当时的具体表现，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深入了解中国的实际。安徽省领导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

年跑了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万多公里）”，看到群众生活很苦 11。二是了解国外和海外的情况。

从１９７７年下半年起，国务院安排各部委组团出国考察。从１９７８年１月到１１月底，到国外和港澳

地区考察的人员达５１９批３２１３人。 12 三是采用试点的方式执行改革的政策，边实行，边听取群众意

见不断进行调整。温州８０年代初期打击投机倒把，将被称为 “温州八大王”的８位私营企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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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投机倒把的典型而判刑，温州的领导经过调查研究听取群众反映，将 “八大王”无罪释放①。

三、通过总结和反思找到了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是重要一环

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到 “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的重要反思，及采取的具体纠偏措

施，就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新认识和调整。这种反思，特别是县域 “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的

发展，是中国改革成功启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工业化目标，就是将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就是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启

动资金和部分原材料；工业为农业提供先进的工业设备和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中国最初也是按

照这个思路进行的，但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中遭到了两次严重的挫折：第一次是１９５８年

前后。从１９５８年以后的３年间，全国共招收职工２５００多万人，使城市人口从９９００万增加到１．３
亿，而粮食，１９５９年以来连续两年大幅度减产。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压缩城市人口，成为解决经济

困难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② 自１９６１年１月到１９６３年６月，全国职工减少了１８８７万人，城镇人口

减少了２６００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２８００万人③。具体办法就是将招工进来的农村人口返回原

籍。第二次是６０年代开始的城市青年 “上山下乡”运动，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３年，全国共动员３０万城

市青年上山下乡，到１９６９年，集中动员了２０００多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例，从１９６０年的１９．７％下降到１９６５年的１８．０％。④

毛泽东也认识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艰难。在１９７０年前后，提出了 “五小”工业 （县办的小

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和社队企业的问题。１９６８年以后的经济管理权力下放和

商品短缺的日益严重，客观上促成了地方工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前期，地方 “五小”工业在

片面强调 “以粮为纲”的方针下，受到严重压制。中共九大召开以后，为了实现毛泽东于１９６６年２
月重新提出的到１９８０年 “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也为了适应战备需要，国家对地方
“五小”工业进行了新的部署。１９７０年２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强调，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 “五小”

工业，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工业体系。从１９７０年起的５年中，中央安排了８０亿元扶植地方
“五小”工业，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之外的投资也迅速增加，由１９７０年的１００
万元增加到１９７３年的１．４８亿元。大规模的企业管理权下放，使地方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提高了

地方建设的积极性。下放到地方的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科

技文化知识和经济信息。于是，地方 “五小”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仅１９７０年全国就有近３００个县、

市兴建了小钢铁厂，９０％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２０多个省、市、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

厂和农机具制造厂。与上年相比，地方小钢铁工业的炼钢能力增长１．５倍，生铁产量增长１．８倍，

小化肥厂生产的氮肥、合成氨增长６０％至７０％，小水泥厂、小化肥厂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４０％，

以小煤窑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产量增长７０％。⑤ 在 “五小”工业的基础上，７０年代初期，中国出现

了农村社队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社队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以江苏省为例，社队工业总产值１９７５
年已达２２．４４亿元，比１９７０年的６．９６亿元增长２．２２倍，平均每年增长２０％以上。社队工业在全省

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３．３％上升到９．３％。⑥ 小型社办企业的数量，从１９７０年的４．５万个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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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年的１０．６万个①。这些社队工业的特点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工业为农业服务；为城市工业加

工服务；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适应了当时农村较低的生产力状况，因而具有很强的生

命力。

中国共产党这种探索对改革开放的影响，通过两个方面集中体现出来。

一方面，通过实践证明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不通，转而探索新式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思想认

识通过改革开放领导者认识上的变化表现出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发展农业机械化

的基本构想②。胡耀邦在１９６９年３月５日就给毛泽东写信，认为 “中国应走一条 ‘亦农亦工，工农

结合’的发展道路”③。邓小平、胡耀邦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领导人，他们这种清醒的认

识，直接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队企业和 “五小”工业的发展，成为中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

道路的直接源头之一。这个过程经过了三个关键的步骤：一是就业的压力导致在所有制问题上出现

松动，多种经济成分共存成为必然。１９７９年，城镇积累的待业人员近２０００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

来待业人数及占人口比重的最高峰。北京市待业人员４０万，占全市总人口的８．６％；天津市待业人

员３８万，占全市总人口的１１．７％。④ １９７９年８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劳动部 《关于安排城市

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介绍了北京市广开就业门路，大力组织集体所有制和各种生产服务事业，

解决青年劳动就业问题的经验。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鼓励

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１９８１年７月，国务院在 《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

中，明确宣布 “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⑤ 二是大中小企业并存，这是中国新

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和内容。１９７８年，中国重工业和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５７．

３％和４２．７％，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合理的。１９８１年中国有３万多个县属以上国营企业进行了承包

制，成为改革开放的生力军。⑥ 邓小平当时也认为： “搞工业，规模也不要太大，可搞些中、小项

目。”⑦ 三是社队企业的发展和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在农村发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后，农业产量增加，也随之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乡镇企业随之而生。

乡镇企业起源于社队企业，即１９５８年起根据中央提出的 “人民公社必须办工业”而由公社、生产

大队兴办的大批小工厂、小作坊。改革开放后，中央多次在文件中强调农村多种经营的重要性。到

１９８３年，全国社队企业增加到１３４．６万个，社队企业销售、劳务收入达到９２８亿元⑧。１９８４年至

１９８７年，中央又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按１９８０年不变价格计算，１９８６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中非

农业的产值达到３４７２亿元，当年全国农村总产值为３０１０．７亿元。１９８８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相

当于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３５．６％。⑨ 中国县一级的 “五小”企业相当一部分也转变为乡镇企业。正值

中国农村改革的关键时刻，乡镇企业在特定时期推动了中国改革的启动和发展。诚然，中国作为一

个大国，从长远来看，还是要走多种形式的产业 “集约化”道路，以此提高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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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挥原有制度和体制的优势是重要保证

充分发挥原有制度和体制的优势，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启动的重要原因。对改革启动产生直接

影响的制度和体制优势，政治上是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制度，经济上是地方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制。

１９７９年６月，邓小平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指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

海外侨胞心向祖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①。广东省率先为１０６０４名归

侨、侨眷落实政策，选拔１１８４名归侨、侨眷担任各级领导工作②。１９７９年７月，广州市设立 “荣

誉市民”称号，第一位 “荣誉市民”是美籍华人许志俭先生，他在广州市郊创办了第一个机械化养

鸡场③。自改革开放以来到１９８４年上半年，广东侨汇收入累计１８．６亿美元④。１９７８年底，广东与

外商签订的加工装配协议和合同共１５１项，总金额１．５亿多美元⑤。珠海的第一家补偿贸易企业香

洲毛纺厂，是１９７９年澳门企业家投资的。１９８０年５月香港罗氏美光集团在深圳兴办新南印染厂，

成为深圳市第一家港商独资企业。⑥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７年底，广东全省接受华侨、港澳同胞捐赠折合

人民币２３．８亿元，共新建、扩建学校３２００间⑦。９０年代以后，台湾企业家纷纷来大陆投资，推动

了两岸经济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通过统一战线各项政策的落实，发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

侨胞的作用，他们带来了资金，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比较新的管理理念，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

成功启动。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特点，是扩大地方权限。在改革初期，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享比例，从

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９．５％、地方４０．５％，调整为１９８２年的中央４９．９％、地方５０．１％，１９８３年又调整为

中央４９．７％、地方５０．３％⑧。调整力度如此之大，整个过程却比较平稳，得益于中国传统计划体制

中 “条条”和 “块块”的有机结合，得益于改革前形成的以地方分权、“蜂窝化”⑨ 为特征的经济模

式和以 “块块”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

毛泽东于１９５６年４月发表的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明确提出 “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

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省市也要注意发挥

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工厂应该有独立性，不能把所有权力都统统集中

在中央或省市，“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10。根

据 《论十大关系》的精神，于１９５８年正式开始实行中央权力下放，主要有：（１）下放计划管理权；

（２）下放企业管辖权；（３）下放物资分配权；（４）下放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权、投资管理权和信贷

管理权；（５）下放财政权和税收权；（６）下放劳动管理权 11。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的 《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决定》提出：“除开一些主要的、特殊的以及 ‘试验田’性质

·３４１·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８６页。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６０页。

王涛主编：《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３２页。
《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第１６３页。

王涛主编：《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第９４页。

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深圳改革开放实录》第１辑，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２１页。
《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第１６３页。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６），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６１１页。

指中国经济分割成许多较少联系、相互独立的单位的特征。参见 Ａｕｄｒｅｙ　Ｄｏｎｎｉｔｈｏｒｎｅ，Ｃｈｉｎａ’ｓ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ｏ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Ｎｏ５２，ｐｐ．６０５－６１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７２。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１、３２—３３、２９页。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０—４１页。



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归地方管理。”① 后来由于复杂的原

因，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后全面收回下放的权力。

７０年代，毛泽东第二次启动了针对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１９７０年２月，国务

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制定了旨在加强 “块块专政”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３月５日，国

务院拟定了 《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 （草案）》，截至当年年底，

“中央各民用工业部门的直属企事业单位只剩下５００多个，其中工业企业１４２家，中央直属企业的

产值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１９６５年的４６．９％下降到８％左右”②。

经过这两次改革，到 “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中国实际已经形成以地方分权为特征的经济模

式，即更多地强调 “块块”管理，使中国经济管理的层级制形成了以区域 “块块”原则为基础的多

层次、多地区的形式③。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管理体制，在制度、人员、资金三大要素上，

对改革的启动都有一定的优势。

首先，以 “块块”为重要内容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改革启动后经济发展迅速见到效果。地方由

于 “五小”工业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且有大量的预算外资金。１９７１年中央财政下放

财权，对地方实行 “大包干”；１９７２年又规定，不满１亿元的超收归地方④。到１９８２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外资金的收支情况是，收入：中央２７０．７０亿元，地方５３２．０４亿元；支出：中央２２７．０５亿

元，地方５０７．４８亿元，地方远远超过中央⑤。中央对山西省从１９８０年起实行了 “划分收支、分级

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同年，省里对各地市、各地市对县也实行了 “划分收支、分级

包干”的财政体制⑥。同时，地方经济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懂经济的干部。陕西省改革开放初期的

领导干部，几乎在 “文化大革命”前和期间，都担任过地方的领导干部，改革开放后都成了改革的

排头兵和领导者⑦。特别是邓小平比较早地提出了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⑧。中国改革刚启

动，这些要素立刻结合了起来。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８．５％和７．５％，

国民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７．７％和６．４％，⑨ 人气大顺，充分显示了这些要素的作用。

其次，中国在改革前形成的以地方分权和 “蜂窝化”为特征的经济模式、以 “块块”为基础的

经济管理体制，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适于采用局部改革和改革试验的方式。一是由于之前中央鼓励

地方自给自足经济体系的建设，中国经济出现了分割化的趋势，地方经济之间有很强的独立性 10。

这种独立性使得局部改革的不利影响有限，“不至于严重地扰乱整个经济” 11。二是在以 “块块”为

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层级制中，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很弱，会因地区的不同产生更加灵活的

政策选择 12。８０年代初期，各个地区富有特色的措施不断出现。山东乐陵县授予７８０名知识分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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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１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２８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第５部，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第１４２１页。

参见钱颖一、许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Ｍ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张军、周黎
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页。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第５３０页。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３），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２９页。

张志仁、巨文辉主编：《山西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１７页。

参见刘玉平主编：《陕西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１页。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第６８２页。

有关这方面的分析，可参见：Ｔｈｏｍａｓ·Ｐ·Ｌｙｏｎ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０，Ｎｏ．３，ｐｐ．２０９－２３６．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８６。

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８年，第２４０页。

参见钱颖一、许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Ｍ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张军、周黎
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第１５页。



术职称，并从中选拔１６７人担任领导工作①。江苏常熟对首批 “亿元乡” “千万元村”进行表彰②。

三是以 “块块”为重要内容的管理体制和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不断调整，造成客观上还存在大量体制

外和非计划经济的因素。这些因素有着不同的形式，“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下的 ‘小

自由’，包括自留地、家庭副业和以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农产品和城市产品收购的非计划部分，

社队企业等；在城市，表现为城镇个体经济，大量的城市集体企业、小国有企业，以及 ‘文化大革

命’中由于秩序混乱而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物资串换、地下经济等”③。这些体制外和非计

划经济因素的存在，有利于为改革拓宽渠道和不同经济成分的互相促进，比如非国营经济的发展也

给国营企业带来了压力，迫使其改变行为方式，促进了改革的深入发展④。１９８４年，山西榆次全市

工业企业与２５个科研院所、１８个省市挂钩，引进推广新技术、新项目、新工艺、新产品１１２项，

各类人才１５０多人⑤。正因为上述原因，中国改革初期中央一声令下，各地纷纷响应，同苏联和东

欧一些国家改革初期的沉寂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统一战线和扩大地方权限，都必须以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基本前提。

五、高度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改革创造了基本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一

定程度的重视，为之后农村改革的成功启动创造了良好条件。诚然，对这个问题是要做一些具体分

析的。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这种以重工业为中心的
“经济发展战略同落后的农业之间发生了矛盾，使得农业的发展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限制”⑥。

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农业的投入相对不足；二是最重要的，就是将农产品的价格定得很

低，产生了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 “剪刀差”，使农业丧失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所以，我国农业改

革最初的重要措施，就是 “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⑦。这同重视农业发展是不矛盾的。

首先，提出了农业在 “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的思想。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

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还是

要 “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⑧。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

系国计民生极大。”⑨ １９６１年１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农业 10。１９６２年３月，周

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把农业放在发

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 11。１９６４年国家计委提出的 《第三个五年计划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的初步设想
（汇报提纲）》，基本任务为三个方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

问题。这种农业首要地位的思想有以下几个内容：一是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家计划。“三

五”期间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额的２０％，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７．１％和１１．３％ 12。二是加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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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殿封：《一位记者眼中的德州四十年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青岛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０页。

常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口述常熟的改革开放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续）》，古吴轩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７页。

赵凌云：《１９４９—２００８年间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产生、演变与转变的内生逻辑》，《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参见世界银行：《中国：９０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３—４８页。

张志仁、巨文辉主编：《山西改革开放口述史》，第３２１页。

董辅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７页。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第６７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４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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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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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基本建设。“三五”期间要建设５亿亩高产农田①。到１９７７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近７亿亩②。三

是发展农业科技。１９５７年３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农业

科学研究所，还有省辖的地区 （市、州）农业科学研究所，职工总人数达到２．４万人，其中科技人

员近万人③。１９７３年以后，湖南杂交水稻逐步在全国推广④。这些都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其主要思想都被后来改革的领导者继承下来。

其次，农业基础设施在农村的改革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重视农业

基础设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也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１９７１
年至１９７５年，是中国农田水利建设的高峰期，每年冬春出动的人数都有１亿人左右，灌溉面积每

年增加２４００万亩，平均每年改造易涝田２０００多万亩⑤。中国耕地灌溉面积的大幅提高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全国灌溉面积由１９５２年的１９９５９千公顷扩大到１９７８年的４４９６５千

公顷，灌溉面积比例由１８．５％提高到４５．２％。

表２　中国耕地灌溉面积变化表

年份 １９５２　 １９７４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６　 １９７７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２

灌溉面积 （千公顷） １９９５９　４１２６９　４３２８４　４４９８１　４４９８７　４４９６５　４５００３　４４８８８　４４５７４　４４１７７

　　资料来源：《全国农业生产条件》，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

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２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改革启动前中国耕地灌溉面积较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有大幅增长，特别是在农

村改革启动的１９７９年前后，耕地灌溉面积达到了一个高峰。到１９９７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５１２３．９万公顷，占全部耕地面积的５４％⑥。这说明即使分田到户了，之前建设的农田水利设施还在

发挥作用。至今农民对那时修建的水利设施仍十分关注，认为：“这都是集体时期的遗产，它们仍

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⑦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库２０座，到１９８３年，我国共建成８．６
万座水库，其中大中型水库２７０２座⑧。四川仁寿地区从１９７０年开始修建了黑龙滩等几座大型水库，

１９８５年竣工，灌溉１００万亩农田，解决了３００万人的饮水，在家庭联产承包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⑨。在修建水利的过程中，各地农村修建了许多小型水电站，农村发电量和用电量不断增加。从

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８年，农村小型水电站由９８个增加到８２３８７个，增加了８３９．６倍；发电能力由０．８万

千瓦增加到２２８．４万千瓦；农村用电量由０．５亿千瓦时增加到２５３．１亿千瓦时。 10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

出，改革开放前所兴建的农田水利设施在改革启动的时候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再次，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村和农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新中国成立初

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农民组织起来，可以 “自己组织学文化” “组织起来抵抗灾荒”，可能节约
“人力和物力”，可以更好地 “全面规划” 11。毛泽东领导建立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这种体制几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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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统筹，人民公社统一领导，有很高的效率，但将经济和政

治职能合一，已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 “政社分设”的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前这种农

村组织建设对改革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原有的组织和体制很健全，使得这种改革

进行得十分顺利。将原有的公社党组织改成乡 （镇）党组织，公社改为乡、生产大队改为村、生产

队改为村民小组，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传统一直保存下来。８０年代初期，山东莱芜农村出现了

专业技术协会；到９０年代末期，山东全省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１．６万个，其中种植业６３００个、养

殖业３２００个、加工运销业３３００个、其他３２００个①。二是农民的组织意识已经演变成生活习惯的重

要内容。到１９８３年初，农村９０％以上的生产队实现了农户家庭承包经营。这个过程中局部出现了

一些混乱现象，“但动摇全局的没有发生”②。联产承包到户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经济联合体。湖

北省郧阳地区在１９８２年涌现了５万多个专业户和５０００多个经济联合体③。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

系，由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有一定的公共提

留。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和服从组织的习惯都延续了下来。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的经营体制经历了高度分散的家庭经营和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两种形

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他们都有其局限性。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从表面上看，农村合作

组织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但这是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１９８３年以后连续发布的几个中央１号文

件，都提出要 “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广东省从１９８５年就开始探索 “设置地区性合作经济组

织”，１９９０年就颁布了 《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④。截至２００６年底，全国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１５万多个。邓小平认为，农村改革 “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并提出了农

业发展 “两个飞跃”的思想。“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⑤ 他还提

出了实现第二次飞跃的四个条件：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多种经营发展了，集体收

入增加了⑥。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合作化组织无疑给之后农业走合作化的道路积累了管理经验，更重

要的是改革开放前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实践为今后再度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将农民组织起来打下了坚

实的观念基础。

研究历史需要从宏观上去把握，但历史又是具体的丰富多彩的。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既要

关注宏观的战略决策，也要看到中间环节和细节的作用，而细节往往决定成败。通过上述五个方面

的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都是强调 “人民主权”，即代表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这种 “人民主权”政治哲学思想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以及实现的手段、体制上和基

础设施上的保障，共同构成中国改革成功启动的因素。实现 “人民主权”思想的延续和进一步发扬

光大，也必将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的原动力所在。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朱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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